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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止观与晚明三教和合

——以杨复所《诵孝经观》为中心

刘增光
*1

【内容提要】：泰州学派杨复所之思想融汇三教，尤其体现在吸纳佛教之观想法与忏仪，从而为儒家经典之诵读

设计出一套系统化的宗教仪式，此即其所作《诵〈孝经〉观》。概言之，自宋代理学开始，儒家即注意到读书方法

或读书工夫论之重要性，但是直到明代这一工作方告完成。在儒学史，而不仅仅是心学史上，杨复所或许是第一个

将儒家经典宗教仪式化的儒者。从冥契伦理学的视角来看，《诵〈孝经〉观》所体现出的万物一体思想颇能揭示儒

家道德思想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杨复所；孝经；宗教；仪式化；和合

杨复所（1547-1599），祖籍广东归善，讳起元，字贞复，别号复所，为晚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生长于岭南白沙学存化之

地，复所初从家学，自幼便接触江门陈白沙之学。后拜罗汝芳为师，其学问之“稍有所见”和终有所悟正是在师从罗汝芳后。
[1]

这影响到了他日后思想融合儒释道、以良知范围三教的倾向，《明史·儒林传》将杨复所与周海门并论，以二者皆学不讳禅故

也
[2]
。

在儒学史，而不仅仅是心学史上，杨复所或许是第一个将儒家经典宗教仪式化的儒者，其《诵孝经观》正是结合了佛、道

二教的宗教仪式，将《孝经》仪式化、方法化了，同时也就使《孝经》富有了浓厚的宗教化色彩。《诵孝经观》的另一版本为

载于《说孝三书》中的本《诵经威仪》
[3]
，此篇题更突显出其宗教仪式化的特色。复所云：“天下学者惟在熟诵心惟，践诸躬而

成德，推诸人而成教，则是经常行于天下。”又言：“是经所在，必皆拥护，诵之出口必皆欣悦，持之在身必皆瞻仰。”
[4]
可见

他非常重视对于《孝经》的诵读。杨复所弟子佘永宁所编《秣陵纪闻》中就记载佘曾“问看书之诀。师曰：早晨梳洗毕，焚香

一炷，正身端坐，万缘放下，无思无为，将经书揭开，朗诵白文一过，当自豁然。”
[5]
此即与《诵孝经观》所记读《孝经》之法

一致。毋庸否认，在宋代已有儒者涉及“读书法”，其代表便是朱熹，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确立一套系统化的诵经仪式，也没有

为这套仪式提供系统化的理论解释。复所之值得注意处即在于此。

一、《诵孝经观》与佛教观想法

《诵孝经观》全文如下：

每日清晨，盥栉盛服，上香北向，礼拜毕，面北默坐，闭目观想，从自身见今年岁，逆观想回孩提爱亲时光景何如，又逆

想回下胎一声啼叫时光景何如，又逆想回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时光景何如。到此情识俱忘，只有绵绵一气，忽然自

生欢喜，即便将身观想作个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侧，无限恭敬，无限爱乐，然后开目、举手，称赞曰：曾子行孝，孔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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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经于何在，在吾此身，首圆足方，耳聪目明，人人具足，物物完成，离身无孝，离孝无身，立身行道，身立道行，光于

四海，通于神明，至德要道，地义天经，我今持诵，不得循声，愿明实义，广育群英，上尊主德，下庇斯民，庶几夙夜，无忝

所生。

从其内容来看，明显既包含了儒家的因素，也包含了佛教、道教的因素，三者紧密融合在一起。分析地看，“盥栉盛服”，

在儒家礼仪中，属于“斋戒”、“斋明盛服”之类，属于进行祭礼或者儒者上朝前的整肃身心的一种礼仪。而“母呼亦呼，母

吸亦吸时光景如何”、“下胎一声啼叫时光景何如”等则是道教的炼气内容。罗近溪在论学中也经常以此指点学生。“赞曰”

的内容也显然是儒家的，其内容主要是取自《孝经》。“闭目观想”、“将自身观想作个行孝的曾子”的修持方法，即是取自

佛教。“忽然自生欢喜”的“大喜乐境”亦是出自佛教。

综合来说，《诵孝经观》的这一套威仪工夫，是儒释道杂糅的。晨起上香而后读经的做法，与佛道二教早晚功课的仪式如

出一辙。而更为典型的便是开首的“面北默坐”，属于静坐之法。此修行方法，早在道家的《老子》中便有“致虚极，守静笃”

的理论，《庄子》中亦有“坐忘心斋”之说，这成为道教重要的主静凝气的修炼法门。佛教则更不必言。宋儒阴援佛学以阐儒

说，亦引入了佛道二教的工夫论内容，静坐便是其中重要的一节。如“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如朱熹之主张“静坐

涵养”。至明代，陈白沙之主“静中养出端倪”，而王阳明之心学亦不废静坐之功，谓其可以补吾儒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
[6]。

故而杨复所的“默坐”之法实际是承袭了宋代以来儒释道三教所具的共同工夫论思想资源，已经难分轩轾。《诵孝经观》最值

得仔细探研的是在此之后的与“闭目观想”相关的文字，只有由此才能辨明杨复所的诵经法在形式上完全是取自佛道两家。也

因此，上文所言杨复所的“盥栉”，为儒家本有的“斋明盛服”之类，也不能看作是儒家的，而更是佛道二教“身、口、意”

三净意义上的。因为“闭目观想”就是佛道二教净心摄念的修行法门，故而将“盥栉”理解为佛道的净身、净口，毋宁更为合

理。

佛教有观想念佛的修持工夫。观想，简单来说，是将心念定止于一处，从而达到静定的状态。且“观想”乃是反观内照，

而非观外之想。在佛教而言，就是用于对治杂念、贪欲等而进入禅定的权法。杨复所说的观想至“情识俱忘”，也正是指修持

所达到的效果。而“忽生欢喜”则出自《妙法莲华经》：“随宜方便事，无复诸疑惑，心生大欢喜，自知当做佛。”
[7]
情识俱忘，

达到了无念，就“无复诸疑惑”，由此达到即心是佛，即心作佛。不同之处在于，杨复所是用儒家以孝著称的曾子替代了佛教

的“佛”。故而其下《诵孝经观》所说的是“将自身观想作个行孝的曾子”。也即是说，佛教讲“心想作佛”，而杨复所则代

之以“心想作曾子”。

那么，杨复所的观想法出自何处呢？佛教《坐禅三昧经》卷下中有用以断除淫欲的“九想观”：“行菩萨道者，于三毒中

若淫欲偏多，先自观身、骨、肉、皮、肤、筋、脉、流、血、肝、肺、肠、胃、屎、尿、涕、唾，三十六物，九想不净，专心

内观，不令外念，外念诸缘，摄之令还。”
[8]
但杨复所的“闭目观想”并非源于此，而是源于晚明佛教丛林盛行的观想念佛之法。

晚明佛教为了纠正祖师禅的狂荡末流以及依靠于文字禅的支离情况，而强调“参究念佛”，即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二

者的融合
[9]
。而杨复所《诵孝经观》强调本心的参究工夫，故其所言“闭目观想”之法与晚明的净土宗的参究念佛之法更有贴近

之处。净土宗三经之一的《观无量寿经》中有“十六想观”，即十六种观法。其中，第八种观法为“像观”：又作“像想观”、

“佛菩萨像观”。第九种观法则为“真身观”，又作“佛观”、“佛身观”。观想无量寿佛之真身，作此想即可见一切诸佛。

而《诵孝经观》中谓：“将身观想作个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侧。”这正与《观无量寿经》的第八种观法“像观”相应。

《观无量寿经》云：

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

系念，谛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

想彼佛者，先当想像，闭目开目，见一宝像，如阎浮檀金色，坐彼华上。见像坐已，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

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幔，弥覆其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极令明了，如观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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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事已，复当更想一大莲华，在佛左边，如前莲华，等无有异。复作一大莲华，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坐左华

座，亦作金色，如前无异，想一大势至菩萨像，坐右华座。

此想成时，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一树下，亦有三莲华，诸莲华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

国。
[10]

“像观”的一个特异之处在于，见宝像坐彼华上，而其两侧则各有一菩萨像坐于莲花宝座之上。这正是杨复所

说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侧”。杨复所在《诸经品节》中即收录了《观无量寿经》，他对“像观”的评价是：“此

菩萨像观也。欲想佛身，须知观体，体是本觉起成。”[11]

此外，《诵孝经观》也与佛教的忏法有关联。佛教对于诵经本没有具体的仪式规定，至天台宗兴起，以诵经为修习之一法，

才将诵经纳入到忏法之中。隋代智者大师（538-597）作《观心诵经法》
[12]
，乃以诵经为忏法之节目。其中有“须盥漱整威仪，

别坐跏趺而坐”；“须运心作观”等语，包含了身体之威仪与收心正念的心之作观两方面。这两点在杨复所的《诵孝经观》中

皆有体现。但智者大师的诵经法实质是空假中一心三观，以了悟第一义空为宗旨
[13]

。其“观心”之说与《诵孝经观》之观法显

然有别。智者大师另有《法华三昧忏仪轨》
[14]
，第九部分为《重明诵经方法》，言：

行者即于前行道中，称诸佛菩萨名字竟。一心正念，诵《法华经》。但诵有二种人：一具足诵，二不具足诵。具足诵者，……

三自归依竟，还本坐处。若意犹未欲坐禅，更端坐诵经。亦得多少随心斟酌。但四时坐禅不得全废，事须久坐。若人本不习坐，

但欲诵经忏悔，当于行坐之中久诵经，疲极，可暂敛念。消息竟，便即诵经。
[15]

可见，正念诵经为坐禅之前段工夫，若不能坐禅则须正念诵经。而其目的，仍然是通过诵读佛典之声音而了知音声性空，

进而了悟性空之旨
[16]

。佛教此后的诵经仪式，即本自智者大师所定仪轨。宋代天台僧人遵式（964-1032）著《金光明忏补助仪》，

其中的《补助正修十科事仪》的最后一项为“明唱金光明典方法”，亦以《法华三昧忏仪》为本，说道：“于是典金光明中，

而得见我释迦牟尼。”
[17]

此与明代净土信仰流行的直接念诵阿弥陀佛佛名的持名念佛法门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杨复所《诵孝经

观》的诵读仪式对天台宗诵经仪式之借鉴，灼然可见。

当然，《诵孝经观》可能也与道教的存思法或存想法有关。《老子》中早已有“涤除玄览”的反观内视之法，也是希图减

损欲望，能够达到与道同一的境界。道教的“存想”，主要是发展了《老子》中的“守一”思想。“存想”，又名“存思”，

《云笈七签》中说：“学道之基，以存思为道”，其作用，一是智静神凝，消除心中为外物所牵扰之杂念，从而达到与神仙为

一；一是保守混元一气，从而达到保精长生。当然，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东晋时期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地真》中论

及“存想”，就兼及这两方面，说：“道术诸经，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恶防身者，乃有数千法。如含景藏形，及守形无生、九

变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见身中诸神，而内视令见之法，不可胜计，亦各有效也。”唐代司马承祯在《天隐子》中说：“人

之修真达性，不能顿悟，……故设渐门。一曰斋戒，二曰安处，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并说：“存谓存我之神，

想谓想我之身。……是以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18]
由此可见，道教教义认为，通过“存想”，可以想见身中诸神，与神仙为

一，或修身成仙
[19]
。这一点与佛教的“观想念佛”类似。这也正对应于《诵孝经观》所言“将自身观想作个行孝的曾子”。但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司马承祯的存想法很可能是受天台止观法门的影响。
[20]

二、天台忏法与《诵孝经观》

学界对于晚明佛教的研究多集中于四大高僧以及当时的净土思想之流行，但很少有人对当时天台宗在晚明思想界之影响这

一点予以关注。而事实上在晚明时期，天台宗一脉颇受士人推崇，尤其是在袁了凡功过格思想普及的带动下，更是使得其成为

当时三教融汇思潮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禅宗主要是在思维方式上对宋明理学施加了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说，天台宗主要

是在宗教仪式化方面对晚明儒学发挥了重要影响，其止观法门与忏悔仪式尤其受后世关注。这其中，杨复所的《诵孝经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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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显的一个例证。因此，此处特对天台忏法与《诵孝经观》之关联单独作一梳理。

上文已指出，《诵孝经观》所采取的仪式参照了隋代天台宗智者大师的《观心诵经法》与《法华三昧忏仪轨》。从历史上

看，佛教有着源远流长的“忏法”传统，其源头可追溯至晋代，而南北朝时代已渐渐盛行，并产生了影响后世甚大的《梁皇忏》，

天台宗对于佛教忏法仪轨的制作亦受其恩泽。其实，若往前追溯，我们亦不难发现，即使是宋儒之思想亦有受其影响处。《朱

子语类》记载：

或问：“人之思虑，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许多无头面不紧要之思虑，不知何以制之？”曰：“此

亦无他，只是觉得不当思虑底，便莫要思，便从脚下做将去。久久纯熟，自然无此等思虑矣。譬如人坐不定者，两脚常要行；

但才要行时，便自少觉莫要行。久久纯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辈有欲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

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时白豆少，黑豆多；后白豆多，黑豆少；后来遂不复有黑豆；最后

则虽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底工夫，则去那般不正当底思虑，何难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紧事，

如写字作诗之属。初时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将圣贤言语来玩味，见得义理分晓，则渐渐觉得此重彼轻，久久不知不觉，

自然剥落消殒去。何必横生一念，要得别寻一捷径，尽去了意见，然后能如此？”
[21]

朱熹在与门人讲学中屡屡道及此故事，以说明持敬之重要。
[22]
他所说的“前辈”即是指北宋仁宗朝的赵概。朱熹曾道及自

己是在小说中看到了“赵概数豆正心”的故事。此小说当即是指北宋末年叶梦得（1077-1148）所撰《避暑录话》。朱熹对于这

一故事的引用，表明这一故事在当时的流行。而赵概采取黑豆白豆的方法，很可能便与天台宗以“黑法”、“白法”来进行忏

悔的忏法有关。智者大师在《金光明文句》中解释“忏悔”就说：“又，忏名白法，悔名黑法，黑法须悔而勿作，白法须企而

尚之，取舍合论，故言忏悔。又，忏名修来，悔名改往。往日所作恶、不善法鄙而恶之，故名为悔；往日所弃一切善法，今日

已去，誓愿勤修，故名为忏。弃往求来，故名忏悔。”
[23]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改过迁善，日新不已，就劝人向善而言，理学

与佛教是一致的。

佛教忏法正是在智者大师这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忏悔的方法上，从原先的“说过忏悔”发展到了包含称佛名、礼拜、

诵经、持咒、禅定等一系列步骤的忏悔仪式。
[24]

对比杨复所之《诵孝经观》，可见其中即相应地包含了礼拜、诵经、持咒、称

孔子之名等，二者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很明了。

与杨复所对天台法华忏仪的重视类似，袁了凡（1533-1606）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作《静坐要诀》《袁生忏法》《祈嗣真

诠》《清晨忏悔文》
[25]
，无不涉忏法仪式，且都是以天台法华忏仪为模型如法炮制。其《静坐要诀》序中即说：

静坐之诀原出于禅门，吾儒无有也。自程子见人静坐即叹其善学。朱子又欲以静坐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而儒者始知所

从事矣。……大都静坐之法，其修也，有从入之阶，其证也，有自得之实，一毫有差，永不发深禅定矣。吾师云谷大师静坐二

十余载，妙得天台遗旨，为余谈之甚备。余又交妙峰法师，深信天台之教，谓禅为净土要门，大法久废，思一振之。二师皆往

矣，余因述其遗旨，并考天台遗教，辑为此篇，与有志者共之。
[26]

据此序言以观，袁了凡对于理学的静坐法非常了解，而他认为静坐法之源头在天台宗，故他要追本溯源，制作《静坐要诀》。

有学者甚至说：“袁黄《静坐要诀》在静坐方法论的规范化和提示中，可说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他虽然踏入天台佛学，他的

‘要诀’却更明瞭，更小型，却又拥有相当复杂的说法和分量。”
[27]
此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祈嗣真诠》之“养气第四”中则说：

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漱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人在胎中不以口鼻呼吸，惟脐带系于母之任脉，任脉通于肺，肺通

于鼻，故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其气皆脐上往来。天台谓识神托生之始与精血合根在于脐，是以人生时惟期相连，初学调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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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想其气出从脐，出入从脐，灭调得极细，然后不用口鼻，但以脐呼吸，如在胞胎中，故曰胎息。初闭气一口以脐呼吸，数之

至八十一或一百二十，乃以口吐气出之，当令极细，以鸿毛著于口鼻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度。渐习渐增，数之久，可至千，

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
[28]

此处所言“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的胎息，也正是杨复所《诵孝经观》中所道及者。更进一步说，《祈嗣真诠》开首即是

“改过第一”“积善第二”，此亦非无由，他在这一部分中便提出了要发心忏悔。而结尾则是“祈祷第十”，按照他的话来说，

这一安排是因为：“改过积善，祈祷之本也。既尽其本，兼修其文，无不应矣。”
[29]

此改过积善，正是相当于黑法和白法。在

“祈祷第十”中，袁了凡列入了“白衣观音经咒”，包括了“称佛名”和“说真言”的仪式，而且还有像法、坛法、印法。为

祈祷生子设计了一整套从修身、养生到念佛、持咒的宗教仪式。此外，我们知道天台宗的《摩诃止观》、《童蒙止观》、《不

定止观》中均有治病一门，而在《祈嗣真诠》中也正设有“治病第九”，此亦可见其关联性。莲池大师云栖祩宏在《正讹集》

中曾谈及止观与治病，专列“天台止观”一条：

天台大师《止观禅要》有“六字气”等语，人遂疑是导引之术，而欲援释入道，此讹也。“六字气”等，自是治病门中聊

备一法，不是止观正意。止乱观昏，定慧圆显，直入佛境，大师本致也。而恐不善用心者或有病生，并教以治之之法。亦止观

广大，无所不摄。非同道流，专以吐纳搬运为道也。临文者自当得意。
[30]

莲池大师对止观之治病一门与道教养生吐纳做了严格的分判，此正表明在晚明时有很多人将二者混搭在一起，不辨其异。

在莲池看来，止观之正旨是要定慧双显，超入佛地，而非为治病。治病仅仅是担忧修行者功不得法而有病生，故而教以对应的

治病之法。若以治病为正旨，则偏离了止观法门。不难想见，在晚明三教融汇的形势下，用意于长生久视者大概并不会考虑止

观之正旨，而仅仅取其有利之处。袁了凡之《祈嗣真诠》将天台直观应用于祈嗣生子，这应该也是莲池大师所不能认同者。

与此类似，杨复所亦曾专门针对“止痛”写过一文《书止痛捷法与骆常虚丈》，内言：

夫痛有真有妄，真痛不可率除。若真妄痛，可顷刻立愈也。尊指之痛实为妄痛，何以明之？……然则此痛非和合，有觉知

为咎，既由觉知方生此痛，今当寻觅觉知根原藏在何处。……今此觉知定非在木，为复在指，为复在心，若云在心，如何其痛

止在此指。若云在指，指未痛时此知何在。痛自是痛，何待知成。知自是知，何待痛出。由此观之，离知无痛，痛是妄痛，离

痛无知，知是妄知，……同归于妄，以妄逐妄，徒自苦楚，而汝真心非妄者，是听吾偈曰：

知本无知，知因痛有。痛本无痛，痛因知有。有待俱有，无待俱无。无则成圣，有则凡夫。
[31]

在这篇文字中，杨复所依据佛教思想对于手指被木头砸伤的现象做了分析，将手指的疼痛和木头之间的前因后果关系做了

分离。其关键是引入了“知”和“真心”。既然“知本无知”，则“痛本无痛”。这就将“无待”与心学的“良知本无知”联

系了起来。其专门针对“止痛”而从心学的角度大作文章，此或许正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使然。

泰州学派自王艮至罗近溪皆重孝，复所亦传承了这一家法，而他又进行了发展，此即体现在吸收天台忏法将《孝经》仪式

化、宗教化。袁了凡在其重要的三教融汇经典中也都屡屡吸收化用天台忏法，此亦表明天台忏法在袁了凡思想中的重要性。结

合杨复所之《诵孝经观》来看，天台忏法作为一种修炼之法门，且有着具体的程序、仪式可以遵循，这无疑可以大大提升操作

的便宜性，儒家经典如《孝经》也借着这一法门成为了仪式化和宗教化的经典。三教融汇之发展的一大成果就是出现了三教士

人所尊奉的共同经典，如《老子》、《中庸》、《金刚经》等。而在晚明之际，重视孝的佛门《梵网经》和儒家的《孝经》均

成为三教士人所崇尚的经典，杨复所的提倡与有力焉。

三、“观想”如何能“下庇斯民”———以冥契主义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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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复所《诵孝经观》之末尾写道：“身立道行，光于四海，通于神明……广育群英，上尊主德，下庇斯民”，亦体现出了

儒佛融合之特色。考虑到晚明佛教以救世为其本怀，力图唤起世人对于佛教的正信与正行，以挽救丛林衰败之局面。故而将佛

教之“观想”视为以自度度人为目的，也并不为过，也符合世尊的慈悲救世精神。但即使如此，杨复所以佛教之“观想”（或

道教之“存想”）推扩而为“广育群英，下庇斯民”，也着实有空大之嫌。其实质是从克去己私达至平治天下，这仍然是晚明

颇为流行的“万物一体”观念。但这一思路，早在宋代时，就为朱熹所批评：

林正卿问“天下归仁”。曰：“‘痒痾疾痛，举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归仁’。恁地，则不须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

日，便自‘天下归仁’，岂有此理！”

林正卿问：“吕与叔云：‘痒痾疾痛，举切吾身。’不知此语说‘天下归仁’如何？”曰：“圣人寻常不曾有这般说话。

近来人被佛家说一般大话，他便做这般底话去敌他。此‘天下归仁’，与‘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一般，此两句便是归仁样子。”
[32]

这两段话是朱熹批评吕大临的《克己铭》时所说的，但却正可以用来与杨复所所论相对照。吕氏《克己铭》曾对《论语》

“克己复礼为仁”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凡厥有生，均气同体。胡为不仁？我则有己。立己与物，私为町畦……且战且徕，胜

私窒欲……亦既克之，皇皇四达。洞然八荒，皆在我闼。孰曰天下，不归吾仁？痒痾疾痛，举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
[33]
朱熹批评此解释太过虚高，有遗落即事穷理之下学工夫的嫌疑

[34]
。而且，上引的两段批评一者比以道教之说，一者附以佛教

之说。在第一段批评中，便是使用了道教“坐定存想”的说法，第二段则认为吕大临是在与佛教一样讲大话———如智者大师

《重明诵经方法》最后就说诵经的最后目的是“普施众生令入大乘一实境界”，在朱熹看来，吕大临之说与此无异。其意是说，

“天下归仁”的平治理想，并非“坐定存想”即可达到，也非不用实地的、遇事各有不同的践履工夫便可以普渡众生。而杨复

所《诵孝经观》中的说法不正与朱熹所批评的一致么！

但正如宋儒对佛教的批评总是指责对方不能治天下国家一样，却忽视了大乘佛教之普度众生。朱熹对于吕大临的批评亦非

完全合理。首先就静坐存想来说，朱熹本来就不太能体贴，于其师李侗“静坐体验未发前气象”的工夫便始终“未达”。
[35]

而

万物一体说，朱熹亦抱有很深的成见，他批评程颢与吕大临都是体现。对比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就可知，吕大临“洞然八荒，

皆在我闼”、“痒痾疾痛，举切吾身”的说法正与王阳明“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说法无别。杨复所的说法，可谓远承

吕大临、王阳明，近则发挥了罗近溪本自《大学》的由孝弟慈而至平治天下的明明德之学，其内在精神正是万物一体。联系杨

复所的佛教观来看，杨复所认为佛教亦可以治天下国家，而且是“治世之极也”。便可以理解，其由佛教之“观想”而推扩出

“下庇斯民”的平治理想，是丝毫不足为怪的，也是其融汇儒佛之体现。

重要的是，朱熹与吕大临之间的这种分别，其实反映出了两种道德哲学的思考进路。朱子理学有着向外求理的倾向，以道

问学为重，偏向于社会化的伦理规范。而吕大临与王阳明心学的万物一体说则强调了自身与社会的伦理相关性。若简约言之，

朱子理学是从社会伦理规范返归于个体，而心学则是从自身关照社会，从自身之本心觉知伦理规范的根源。杨复所的《诵孝经

观》亦正是如此。这一思路显然与孟子比较贴近。

陈来先生作有《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一文，其中正是以宋明理学尤其是明代理学作为探讨的中心，将其与西方学者史

泰司（Stace）所说的“内向型冥契主义”作比较，其中涉及人物众多，如陈白沙、王阳明、高攀龙、蒋道林等，他认为儒学的

神秘体验与比较宗教学家研究的各种宗教中的神秘体验基本一致，他将儒学的神秘体验特征总结为六点：

（一）自我与万物为一体。（二）宇宙与心灵合一，或宇宙万物都在心中。（三）所谓“心体”（即纯粹意识）的呈现。

（四）一切差别的消失，时间空间的超越。（五）突发的顿悟。（六）高度的兴奋、愉悦，以及强烈的心灵震撼与生理反应（通

体流汗）。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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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一体正是冥契主义的一大特征。而研究者所关心的往往是冥契者是否体验到了万物一体，而非作为“冥契者”的“我”

进入冥契体验的动机为何。也就是说，对“我”的关心，难道与对“万物”的关注不是有些矛盾么？

就此点而论，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图根德哈特的研究可以说是补充了前人研究的一个弱项。研究者普遍认为，万物一体是

冥契主义的核心特征，不论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都是如此。但是图根德哈特却在《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一书中提出异议：

“我认为，它还不是核心方面。”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神秘主义都要从某种动机出发来理解；这种万物一体的神秘感受不是

凭空而降的，而是要人们去追寻的。……对此问题的一种回答是：人需要灵魂的安宁。”“一切神秘主义都有某种动机，要摆

脱为自己操心，或者抑制这种操心。”
[37]
故而，冥契主义就是奠基于这种人寻求自我灵魂之安宁的需要。这就体现出了“自我

中心性”，而要抑制这种自我灵魂之不安，其方法就是要使自我相对化，“神秘主义就是超越本己的自我中心性，或者使其相

对化”。
[38]

这也就是史泰司在《冥契主义与哲学》一书中所说的“有限自我的边界明显消退，甚或崩溃，因此，他人格的统一

性消失了，他觉得自己溶入无边无际的存在之海。”
[39]

冥契者声称自己达到了与万物为一，或与上帝合一、梵我合一，这种达

到冥契境界的宇宙意识（cosmicconscience）在图根德哈特看来也是一种有着自我指涉的意识，正如一切意识都具有某种形式

的自我指涉一样。这一分析正可解释为何阳明学者都认为良知可以了生死、理性命。

史泰司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冥契伦理学”的问题。在他看来，冥契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是从

哲学伦理学的角度或者道德哲学的角度，以探讨冥契与道德意识的起源问题，这是哲学层面。二是从社会实践层面看，冥契主

义是否可使人变得更好，更有道德，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加完善，这是社会学层面。关于第一个层面，斯泰斯指出，冥契主义伦

理学认为，“伦理价值的终极根源只能来自冥契主义本身”
[40]
，“冥契伦理学理论不可能承认任何非冥契主义的道德根源”

[41]
。

关于第二个层面，他则指出，“学者如只管冥契意识本身，而切断它的行动之果，这决不是冥契主义的目的。”
[42]

“冥契主义

的理想不会是逃避人世”，而正是要成就“道德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利人的行动生活”。
[43]

正如史泰司在书中所提及，冥契主义伦理学必须要回应的问题，一是冥契意识为何能够成为道德意识的根源、道德价值的

根源？二是冥契体验为何能够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福祉？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宋明理学所面对的问题，尤其是阳明心学亦不能外。

以杨复所《诵孝经观》为例，在通过静坐、调息等一系列的宗教化仪式之后，冥契者达到了“情识俱忘”、“无限喜乐”的状

态，这时已经实现了一种“精神的提升”（spiritualexaltation），但是他并不是停留于冥契之后的这种精神狂喜状态，否则

就是沉迷于一己之解脱，而是要“回向”于社会乃至天地万物，其目的是要“广育群英”、“下庇斯民”。且正如史泰司所言，

冥契主义伦理学中是以情感为道德动力，他据此批评康德理性主义的义务论伦理学不能解决道德行为的动力问题。
[44]
他说：“我

们认为义务感最后一定是扎根于同情之感的基础上。”
[45]

这正是为何学界认为阳明心学更好地解决了道德行为之动力问题的缘

由所在。
[46]

相较来说，朱熹理学向外求理，而非直接从自我本心出发，便忽视了道德行为的真正理由是“内在的”，而非“外

在的”。

以此为对照，就可知宋明理学家在批评佛老时其实就是指责对方停留于这种一己的精神解脱，而忽视了真正的道德实践，

因为道德实践就意味着要济世资治，故而他们又批评佛老“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朱熹批评吕大临缺乏下学践履，其意图

即在于此。但也正因为朱熹执着于这种担忧，有着误解吕大临之嫌疑。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当我们在看待晚明士人的三教融汇

思想时，一定要分判这一点，即是否能将冥契体验中觉知的道德意识、道德感再降落于实际的人伦生活中。

结语

《诵孝经观》充分体现出了杨复所对于儒释道三家的融汇式理解，这一作品明确地将《孝经》变成了一个仪式化和实践性

的文本，为《孝经》的诵读设计了一套反观于内、实体诸心的具有操作性又富神秘性的工夫论。理学自产生之日起，即强调“学

以见道”，否则“学不见道，枉费精神”。而圣人之道具载于六经与四书，所以如何将经典所含之道体之于身、验之于心，也

一直是理学巨擘所思考的问题。所以，理学对经典的诠释从来不纯是理论的、文字的、支离的，而更是实践的、体验的、知行

合一的。经典义理（经）与修习者（人）的和合，以至于修习者的身心和合，才是最终的目的。而《诵孝经观》所设计的持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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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论，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身道合一。自小者观之，《诵孝经观》所设计的身心修持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了身的重

要，彰显了身的积极意义，而与程朱理学以身为私欲之代表而需要克除的身体观截然不同。自大者观之，这一做法又反映了理

学发展至明代后期，在心性论上并无大的突破与建树，反倒是在工夫论的细致化上有所进展。这与明代后期延伸至儒门内部的

“纪过格”，并为当时道德严格主义潮流之体现。
[47]
对身之积极意义的凸显实则也意味着对于身所附加的意义和价值更加丰富，

或者苛刻。

而复所的《诵孝经观》，从根本上来说，不仅仅在于凸显了身的积极意义，更是凸显了身的宗教意义，而这种宗教意义，

又是从阳明学的万物一体论而来，更具体来说即是本于罗近溪的联属天下国家为一身的大身说。这样的“身”就不是一己之小

身，而是大身；这样的孝就不是爱亲事亲的小孝，而是大孝。这意味着，对于个体身心性命的关心，从一开始就关涉着对于天

地万物的终极关怀，即个体与社会的和合。《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

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无终始，如环无端。钱穆在《灵魂与心》中曾使用“人文教”或“人生教”来指称儒家，指出

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质就是“融宗教与伦理为一”。
[48]
以此衡之，复所以儒门《孝经》而非其他经典为宗教文本，正显露出了融

宗教与伦理为一体的“人文教”特色。《诵孝经观》借鉴佛道二教的宗教性忏法、诵经仪式，以实现儒家之“观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为目标，其末尾言“广育群英”“下庇斯民”正是明证。在他这里，实现了三教之和合、身心之和合、身与道之和合、

个体与社会之和合，中国思想之圆融特点彰显无疑。

注释：

[1]杨复所：《复吴悟老》，《太史杨复所先生证学编》（以下简称《证学编》）卷二，载《续修四库全书》1129 册子部杂

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3 页。

[2]《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儒林传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276 页。

[3]《诵孝经观》与《诵经威仪》虽然文字稍异，但背后却含极大不同：《诵经威仪》主要是道家性的，而《诵孝经观》则

更富佛教意味。参看拙著：《晚明〈孝经〉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页。

[4]杨复所：《孝经序》，载《证学编》，第 448 页。

[5]佘永宁：《秣陵纪闻》卷三，万历四十五（1617）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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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后来程门诸公递相传授，至于豫章、延平，尤专提此敎人，学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禅去，故少说静，只说敬，

如伊川晚年之训，此是防微虑远之道。然在学者，须自量度如何。若不至为禅所诱，仍多著静，方有入处。若平生忙者，此尤

为对症之药。”（陈献章：《与罗一峰》，载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6 页。）

[7]汉文大藏经 T09n0262，p7c09。

[8]汉文大藏经，T15n0614，p0281b26。

9]陈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5～96 页。

[10]汉文大藏经，T12n0365,p343a18。



9

[11]杨复所：《诸经品节》卷二十《无量经》，第 396 页。

[12]载《卍续藏》第九十九册。

[13]心皓：《天台观心诵经法》，载《佛教文化》，2005 年第 6期，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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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遵式《金光明忏补助仪》便是以智者大师《法华三昧忏仪》为根据。

[15]汉文大藏经，T46n1941,p953c17。

[16]参见心皓《天台观心诵经法》，载《佛教文化》，2005 年第 6期，第 47 页。

[17]汉文大藏经，T39n1784,p041b21。

[18]《司马承祯集》，吴受琚辑释，俞震、曾敏校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31～332 页。

[19]如《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说：“本命之日，诵咏是经，魂神澄正，万气长存，不敬苦恼，身有光明，

三界侍卫，五帝司迎，万神朝礼，名书上天，功满德就，飞升上清。”载《正统道藏》第 2 册，第 404 页。

[20]见卿希泰《司马承祯的生平及其修道思想》，载《天台山文化研究论文选编》中册，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 2014 年

版，第 41 页。

[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岳麓书社 1997 年版，第 2473 页。

[22]在另一处，朱熹亦谈及：“某人来说书，大概只是捏合来说，都不详密活熟。此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

思虑不精明。要须养得此心令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便好。……自去检点。且一日间试看此几个时在内？几个时在外？

小说中载赵公以黑白豆记善恶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处。如此检点，则自见矣。”载《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第 2616 页。

又载：“‘赵叔平，乐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验心善恶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间置一虚器。才一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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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渐一般；又久之，则白多而黑少；又久，则和豆也无了，便是心纯一于善矣。’或曰：‘恐无此理。’曰：‘前辈有一种

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则不消如此心烦，自然当下便复于善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第 2791 页。

[23]《金光明经文句》卷三，《大正藏》第 39 卷，第 59 页。

[24]参看圣凯法师：《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9 页。

[25]袁了凡：《清晨忏悔文》，载《宝坻政书》，《袁了凡文集》，第六册，线装书局 2006 年版，第 745 页。

[26]袁了凡：《袁了凡文集》，同上，第 33 页。

[27]马渊昌也：《宋明时期儒学对静坐的看法以及三教合一思想的兴起》，载杨儒宾、马渊昌也、艾皓德编《东亚的静坐

传统》，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2 年版，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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